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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巴蜀文化”“巴渝文化”概念及其
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

黎 小 龙
(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,重庆市400715)

摘 要: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“巴蜀文化”,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。但“巴蜀文化”概念和基本内涵

形成和确立的标志,则是《说文月刊》两期“巴蜀文化专号”的出版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,是“巴蜀

文化”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,川渝两地出现分流:四川出现由“巴蜀文化”向“古蜀文明”和“巴蜀

文明”的提升和拓展,而重庆则出现从“巴蜀文化”“巴文化”向“巴渝文化”的嬗变。“巴蜀文化”与“巴渝文化”

概念的提出和形成,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,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(抗战、三峡文物抢救保护)社会发展的

需要。而文化概念的创新,意义非凡,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,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

化源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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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“巴蜀文化”概念,在抗战时期提出和形成。“巴渝文化”概念则是在20世

纪80年代后期提出。对近80年来“巴蜀文化”研究概况和学术史的梳理研究,已有系列成果①,但
对“巴蜀文化”概念和基本内涵的提出、形成的界定,则歧义纷呈。从“巴蜀文化”到“巴蜀文明”和
“巴渝文化”的嬗变与衍分的研究,则相对阙如。本文拟就此专题作系统梳理和探讨。

一、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提出和形成

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提出,有三种说法:一是以卫聚贤于1941年发表《巴蜀

文化》一文为标志②;二是郭沫若“是提出巴蜀文化研究概念的第一人”[1]401,三是认为卫聚贤、王国

维二人提出了“巴蜀文化”概念[2]19。具体考察从郭沫若到卫聚贤关于“巴蜀文化”概念提出的实际

情况,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和形成呈现出一个渐进明晰的历程。
近代“巴蜀文化”的学术研究,发轫于1929年四川广汉县太平场燕氏宅旁大批玉器的发现,以

及此后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(D.C.Graham)及林名钧对该玉器坑的科学发掘和研究。正是在这

一学术背景下,旅居日本的郭沫若于1934年7月9日致林名钧的信中提出,“西蜀文化很早就与华

①

②

研究成果主要有:林向:《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与研究》(又名《巴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—半个多世纪来的回顾与

展望》,《巴蜀文化新论》,成都:成都出版社1995版),李绍明、林向、徐南洲主编:《巴蜀历史·民族·考古·文化》,成都:巴蜀书社1991
年版,第3-22页;文玉(段渝):《巴蜀文化研究概述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,1994年第1期(创刊号),第54-59页;谭继和:《巴蜀文化研究综

议》,巴蜀文化丛书编委会:《巴蜀文化论集》,成都:四川民族出版社,1999年,第109-124页,后收入其所著《巴蜀文化辨思集》,成都:四

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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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、中原有文化接触”,推论“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,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”[3]上册398-399,
谭继和正是据此提出,郭沫若是提出巴蜀文化概念和课题的第一人[1]400-401。显然,郭沫若提出的文

化概念是“西蜀文化”,而不是“巴蜀文化”。不过,他已从考古发现的视域将四川作为一个“文化分

布”的文化区域,已有“巴蜀文化”的区域认识和意识。但是,“西蜀文化”的概念毕竟不同于“巴蜀文

化”。在卫聚贤于1941年明确提出“巴蜀文化”之前,除郭沫若对四川具有明显文化区域认识和意

识外,徐中舒1940年3月《古代四川之文化》[4]28-41、顾颉刚1941年5月《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

及其批判》[5]1-71,同样是把四川或巴蜀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加以研究。以至当代学者评价顾颉刚一

文,首次提出了“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”(林向、段渝等)。但是,该文并无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术语和

称谓。文章有“蜀的文化”,甚至以嘲讽的口气评价汉唐以来建构的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云:“简直应

该说巴蜀就是中原,而且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了”[5]31,全文都是讨论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,却不

明确称道“巴蜀文化”,可谓有“巴蜀文化”之实,而未正其名。
《说文月刊》3卷4期刊出“巴蜀文化”专号,卫聚贤于该期发表《巴蜀文化》一文,1942年又以

《巴蜀文化》再次发表。前后两文均以巴蜀青铜器(主要是成都白马寺坛君庙青铜器)为其材料研究

巴蜀文化,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。卫聚贤在《巴蜀文化》的开篇谈到该文命题的变化,是从《蜀国文

化》拓展为《巴蜀文化》:

  今年四月余到成都,在忠烈祠街古董商店中购到兵器一二,其花纹为手与心,但只有一二

件,并未引起余注意。六月余第二次到成都,又购到数件,始注意到这种特异的形状及花纹,在

罗希成处见到十三件,唐少波处见到三件,殷静僧处两件,连余自己搜集到十余件,均为照、拓、
描,就其花纹,而草成《蜀国文化》一文。

八月余第三次到成都,又搜集到四五件,在赵献集处见到兵器三件,残猎壶一。林名均先

生并指出《华西学报》第五期(1937年2月出版)有錞于图。其花纹类此,购而读之,知万县、什

邡(四川)、慈利(湖北)、长杨(湖北)峡来亦有此特异的花纹兵器出土,包括古巴国在内,故又改

此文为《巴蜀文化》。[6]1

从这两小段叙文可知,卫聚贤在1941年4-8月间三次到成都搜集巴蜀青铜器,在前两次搜集

到的约30件青铜器基础上已写成《蜀国文化》一文。文章命名的变化缘于卫聚贤第三次到成都,特
别是在林名钧引导下得阅《华西学报》一文,始知此类青铜器分布不限于蜀地,也见于古代巴国之

地,实为巴蜀青铜器,遂改名《巴蜀文化》。郭沫若于1934年针对广汉出土的玉器提出“西蜀文化”
概念,卫聚贤1941年在巴蜀青铜器的搜集、研究基础上提出“巴蜀文化”概念。从郭沫若“西蜀文

化”到卫聚贤的“蜀国文化”进而“巴蜀文化”的提出,直接的导因无疑是玉器、青铜器新的出土材料,
为巴蜀区域文化的认识提供了可信的佐证。而这一概念提出的认识背景,也呈现出从郭沫若到徐

中舒、顾颉刚对四川、巴蜀整体文化区域的认识。卫聚贤在《巴蜀文化》开篇中专门谈到1940年8
月重庆江北汉墓的发现以及重庆各地的崖墓[6]1。而该期《巴蜀文化》之后的文章,则是郭沫若《关
于发现汉墓的经过》,文中详叙与卫聚贤一同赴江北培善桥发现汉墓的经过。由此可知,郭沫若的

关于四川文化区域的认识对卫聚贤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提出应有直接的影响。但是,明确提出“巴蜀

文化”概念的,毕竟是卫聚贤,而不是郭沫若,也不是顾颉刚。
当明确抗战时期“巴蜀文化”概念提出的实际情况后,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:抗战时期“巴

蜀文化”概念的基本内涵是什么? 这一概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是什么?
学界对抗战时期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提出和形成,更多的是关注卫聚贤《巴蜀文化》一文对于这

一概念的提出,往往忽略刊载该篇论文,并以“巴蜀文化专号”命名的先后两期《说文月刊》。而深入

探讨抗战时期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提出和形成,不仅要关注《巴蜀文化》一文,更须全面深入研究《说
文月刊》两期“巴蜀文化专号”所蕴涵的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基本内涵,以及它对于“巴蜀文化”概念在

这时期形成的作用和意义。



《说文月刊》第一期“巴蜀文化专号”出版,是在1941年10月的上海。而第二期“巴蜀文化专

号”的出版,则是《说文月刊》西迁重庆后于1942年8月复刊的首期,故特别注明“渝版”。前后两期

“巴蜀文化专号”,共刊载25篇文章(零散小文、随笔类不计),另有一篇《冠词》,一篇《复刊词》。显

然,这批文章的内容和它所蕴涵的《说文月刊》编辑思想,应是我们深入考察抗战时期“巴蜀文化”概
念基本内涵的主要研究对象。

“巴蜀文化专号”这批文章所反映的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基本内涵,可概括为五个基本的要素:巴
蜀文化的地位、巴蜀文化的空间内涵、时间内涵、民族内涵和文化内涵。关于巴蜀文化的地位,金祖

同在第一期“巴蜀文化专号”刊载的《冠词》评价:巴蜀文化“于中华文化,实多所贡献。巴蜀之于中

国,虽地近边陲,而于学术文物有与中原、吴越相长相成者,安可不加注意者乎?”[7]2不仅肯定其历

史地位,更将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与下游的吴越文化、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相提并论,在中国区域

文化中确立其特定的独到地位。傅振伦《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供(贡)献》指出:巴蜀“历史上,
均有特殊的供(贡)献,而自成一系统”,文章从石经、雕版、陶瓷、织造、钱币交子等九个方面论述巴

蜀古代文化的贡献和地位[8],与金祖同的《冠词》两相呼应。
第二,巴蜀文化地理空间的范围。《说文月刊》两期“巴蜀文化专号”刊载的文章,就其地理空间

范围而论,除少数专类文章外(如葬制、汉墓、汉砖三文),其主要文章为古代四川历史文化研究,也
有少量文章扩展到西康、云南、湖北相邻地区。1941年上海出版的“巴蜀文化专号”有数篇巴蜀汉

墓文章。此外,又刊载张希鲁《云南昭通的汉墓》一文。1942年重庆出版的第二期“巴蜀文化专

号”,载有郑德坤《华西的史前石器》,该文研究的石器分布范围,除以四川分布为主外,尚有湖北的

宜昌(巴东列入四川)、云南元谋、西康雅安和道孚至泸河[9]83-92。可见,《说文月刊》“巴蜀文化”的地

域范围,是四川省(今四川省、重庆市)和邻省的邻近地区。
第三,关于巴蜀文化历史阶段和时限的划分,则多种说法并存。金祖同《冠词》将巴蜀文化划分

为“巴蜀古文化”和当代“巴蜀新文化”,并立足抗战“中华新文化”和国家“复兴”的视角,就巴蜀文化

的当代意义提出:

  溯自抗战军兴,国都西徙……巴蜀一隅,遂成复兴我国之策源圣地,政治、经济、人文学囿,
蔚为中心……中华崭然新文化当亦将于此处孕育胚胎,植其始基,继吾辈研究巴蜀古文化而发

扬滋长……使巴蜀新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[7]2。
金祖同在《冠词》的开首部分,追述了《华阳国志》《春秋》《蜀王本纪》等文献所记巴蜀两国及两

族历史,继而接以两汉、三国、唐宋巴蜀历史文化。显然,金祖同所谓“巴蜀古文化”,就是巴蜀古代

历史文化,而“巴蜀新文化”,则是与之相对应的巴蜀现当代文化。可见,金祖同以第一期“巴蜀文化

专号”《冠词》名义发表的“巴蜀文化”概念,是包容古今巴蜀地域文化的总称。“巴蜀文化”概念提出

的伊始,就包含了“学术文物”之“古文化”和复兴国家民族之“新文化”的两种涵义。这是《说文月

刊》要担当的历史使命,也是编辑两期“巴蜀文化专号”,提出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当代意义。金祖同

对“巴蜀古文化”的认识,全面体现在《说文月刊》“巴蜀文化专号”的编辑思想之上。第一期“巴蜀文

化专号”刊载了11篇论文,除卫聚贤《巴蜀文化》一文以出土青铜器研究为主外,其余9篇为汉代历

史、考古方面的文章,《蜀胜志异录》则由先秦秦汉至隋唐。1942年“渝版”“巴蜀文化专号”刊载14
篇文章,专论先秦巴蜀历史考古的文章共计8篇,除汉代研究及一篇记叙文外,其余数篇如《四川古

迹之调查》《巴蜀在中国文化上的重大贡献》《钓鱼台访古》均为巴蜀古代历史文化研究,全不受先秦

秦汉的时代限制。可见,抗战时期《说文月刊》“巴蜀文化专号”的“巴蜀文化”概念,在其“巴蜀古文化”
的内涵之中,是包容了整个古代巴蜀的历史文化,不限于巴人、巴国或蜀人、蜀国的石器、青铜时代。

此外,以先秦秦汉巴蜀历史考古为“巴蜀文化”概念内涵的认识,在《说文月刊》“巴蜀文化专号”
中也有较为充分、明晰的体现。1942年“渝版”“巴蜀文化专号”以“说文月刊社”名义发表的《复刊

词》云:“三卷四期为巴蜀文化—成都白马寺的兵器,与重庆江北的汉墓。”[10]1从巴蜀青铜器时期下



延至东汉汉墓时代,这应是“说文月刊社”对1941年上海出版的“巴蜀文化专号”关于“巴蜀文化”概
念的较为明晰的表述。对于“渝版”“巴蜀文化专号”(第二期)的具体约稿、编辑工作,缪凤林《漫谈

巴蜀文化》开首语云:

  《说文月刊》迁川继续出版,第一期为“巴蜀文化专号”,专考秦汉以前的巴蜀文物。聚贤一

定要我为该专号写一篇论文,我说:“历史对于巴蜀文化的记载,始于汉人。近世发现的巴蜀文

物,我所见所知的亦以汉代者为多,我不能凭空恣论汉前的巴蜀文化,我只能据汉代的记载和

遗物,对于古代的巴蜀文化作一个合理的推测,”因草成这篇漫谈。[11]121

从这一段说明可以看到,缪凤林的“巴蜀文化”概念在其历史阶段的划分可分为两类:一是以卫

聚贤《巴蜀文化》一文为代表的,“专考秦汉以前巴蜀文物”的“汉前的巴蜀文化”,这是与《说文月刊》
两期“巴蜀文化专号”中关于广汉玉器、巴蜀青铜器、华西史前石器等系列文章相对应的特定内涵;
二是除先秦时期外,也包括秦汉的巴蜀文化。缪凤林《漫谈巴蜀文化》一文的研究内容,主要是秦灭

巴蜀以降战国秦汉时期的巴蜀历史文化。此类划分,与该期“说文月刊社”发布的《复刊词》对巴蜀

文化时段的认识,最为接近。
第四,关于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民族(族群)与文化内涵。缪凤林从民族的视角将巴蜀文化划分

为“广义”和“狭义”。他说:“狭义的巴蜀,指的是‘巴人’‘蜀人’或‘巴国’‘蜀国’”,“广义的巴蜀,则
除巴人蜀人或巴国蜀国外,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西南夷所列举,西夷南夷亦皆计入”[11]121。这与《说文月

刊》两期“巴蜀文化专号”将四川相邻的少数民族地区,如西康、云南等地作为同一文化区加以研究,
在民族和族群内涵的认识应相一致。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文化内涵,《说文月刊》区分为两类:一是具

学术意义的“巴蜀古文化”,二是当代现实意义的“新文化”。金祖同在《冠词》中呼吁:中华新文化

“继吾辈研究巴蜀古文化而发扬滋长……使巴蜀新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”[7]2。显然,金祖同的巴

蜀“古文化”和“新文化”具有不同的涵义。巴蜀“古文化”是“学术文物”的传统文化,它在“发扬滋

长”“中华新文化”的历史使命中,彰显了极为重大的当代意义;巴蜀“新文化”当与抗战民族文化精

神的“中华新文化”相衔接,即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时代使命。
综而言之,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提出,从郭沫若、徐中舒、顾颉刚到卫聚贤,有一个渐进发展和明

晰的进程,但明确提出“巴蜀文化”的是卫聚贤;而“巴蜀文化”概念和基本内涵的形成,则以1941年

和1942年两期《说文月刊》“巴蜀文化专号”系列文章的出版为标志。抗战时期形成的“巴蜀文化”
概念的基本内涵丰富而宽广,包括诸多要素:构成中华文化的各主要地域文化中,巴蜀文化具有独

特的地位;巴蜀文化有狭义、广义之分,狭义的仅限古“巴国”“蜀国”和“巴人”“蜀人”,广义的除四

川、重庆外,也包括相邻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;巴蜀文化包容古今,可分为巴蜀“古文化”和“新文

化”。巴蜀“古文化”主要为“学术文物”意义,其时间划分三说并存:先秦时期“专考秦汉以前的巴蜀

文物”;包容秦两汉,从先秦迄两汉;由先秦迄明清,跨越整个古代。在抗战“国府西迁”,巴蜀成中国

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背景下,研究巴蜀“古文化”,对于“发扬滋长”巴蜀“新文化”和“中华新文化”
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,巴蜀文化的研究和发扬,在抗战特定的历史时期赋予了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

的历史使命。

二、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嬗变

新中国成立以来,随着考古发掘和新材料的不断出现,以及巴蜀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拓展,“巴蜀

文化”概念的嬗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指向性。以“文革”十年为限,“文革”前的五、六十年代为

一阶段,“文革”后的八、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为一阶段。“巴蜀文化”概念嬗变的指向性呈现出

两个趋向:二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概念内涵基础上深化、丰富和拓展;一是以成渝两地学者群为主

体,分别由“巴蜀文化”向“巴蜀文明”“巴渝文化”新的区域文化概念提升和衍展。
抗战时期对于卫聚贤等人提出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质疑和争议,在五十年代巴县冬笋坝、昭化宝



轮院等同类青铜器出土的科学发掘证据前而销声匿迹。顾颉刚在抗战时提出的“巴蜀文化独立发

展说”,得到坚实的支持。正是在五十年代考古发掘的基础上,“巴蜀文化”研究在六十年代出现了

徐中舒、蒙文通、冯汉骥、邓少琴、缪鉞、任乃强“第一次学术群体性创获”[12]15,形成一批具有时代代

表性的学术成果,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。但是,他们并没有对“巴蜀文化”概念予以明确地界定,从
这时期的研究成果范畴可知,先秦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是他们主要的研究领域。

对“巴蜀文化”予以科学界定的,是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考古卷》童恩正撰“巴蜀文化”条目:

  巴蜀文化。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巴、蜀两族先民留下的物质文化。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境内。
其时代大约从商代后期至战国晚期,前后延续上千年。从考古学上确认巴蜀族的物质文化,是

新中国成立以来商周考古的一大收获。[13]29

林向对童恩正的这一界定评价:“这是第一次对‘巴蜀文化’的科学界定,大致反映20世纪80年

代以前学术界对‘巴蜀文化’的主流看法……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,特别是成都平原及长江三峡诸

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,对上述‘巴蜀文化’的表述,应该有所改观了。”他作出修正后的界定如下:

  “巴蜀文化”应该有“狭义”与“广义”之分。“狭义的巴蜀文化”,即中国西南地区以古代巴

蜀为主的族群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。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,其时代大约相当

于春秋战国时期,前后延续上千年。“广义的巴蜀文化”是指包括“四川省”与“重庆市”两者及

邻近地域在内的,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,包括地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

的、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。[14]90

从以上二人的界定中可以看到,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内涵有四个最为基本的要素:时间(历史阶

段的划分)、空间(地理范围的界定)、族群、文化范畴。
就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狭义、广义的内涵而论,两位学者的界定均包含了两个极端:狭义之最,童恩

正仅限巴蜀二族的物质文化,林向仅限春秋战国时期;而广义之最,以林向“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

总汇”为其代表。时间是“由古至今”,空间是川、渝两省市及邻近地域,族群是巴蜀两族及各少数民

族,文化范畴则是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“地区文化的总汇”。
林向对“巴蜀文化”狭、广二义划分的方法[14]90,受到袁庭栋1991年狭义、广义“两种含义”[15]2

和段渝“三概念说”即“狭义的巴蜀文化”(“小巴蜀文化”)“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”“广义巴蜀文化”
(“大巴蜀文化”)[16]18,15的影响。从童恩正20世纪80年代首次对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界定到林向

2006年全面修正的20余年间,是抗战以来“巴蜀文化”概念发展、演变最丰富多样,也最为重要的

历史阶段。就“狭 义 巴 蜀 文 化”而 论:有 赵 殿 增 从 新 石 器 晚 期 到 西 汉 前 期 早、中、晚 三 段 划

分[17]215-224,有袁庭栋“秦统一巴蜀之前”[15]2(战国晚期之前)的界定,还有段渝“先秦巴蜀文化”的断

定[16]18,也有林向的“春秋战国秦汉的划分”;就“广义巴蜀文化”的划分,袁庭栋提出“广义的是指整

个四川古代及近代的文化”[15]2,谭洛非认为,“巴蜀文化,是指四川省地域内,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

和蜀文化为主体,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、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”[18]78。谭继和在

“泛巴蜀文化”(即广义巴蜀文化)基础上于2002年提出,“一般说来,巴蜀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出现以

来巴蜀地区人群生活方式的总和,它包含旧石器时代、新石器时代等史前时代,也包含整个文明时

代”[12]18。显然,林向于2006年对于“巴蜀文化”的界定,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余年间关于

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研究和界定的一次综合与提炼,具有明确的时代代表性。
将最近这二十多年学术界对于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界定和论述与抗战时期的研究比较,我们可

以明显地看到关于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研究的丰硕成果和极大进步,对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科学界定更

明晰、规范,其基本内涵构成的主要要素内容的研究更深入、系统,对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认识更丰

富、多样,从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状态。但是,这些成果的主要论点与抗战时期研究成果也存在明

显的沿袭关系。
对“巴蜀古文化”划分的三种类型的前两种:“专考秦汉以前”历史,与童恩正、段渝的界定相类;



而新石器至两汉的研究,则与林向、赵殿增关于“狭义巴蜀文化”的划分相近。金祖同在《说文月刊》
“冠词”中将巴蜀文化划分为“古文化”和“新文化”,当应是“广义巴蜀文化”的滥觞。袁庭栋、段渝、
林向对巴蜀文化狭义、广义的界定,谭继和对巴蜀文化由古至今六大发展阶段的划分[12]20,近十年

来四川学界《巴蜀文化通史》的编撰,就其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思想渊源,均肇始于抗战时期关于

“巴蜀文化”的学术思想。
“巴蜀文化”概念嬗变的标志,是“巴蜀文明”和“巴渝文化”概念的提出与传播,这是近三十年来

川渝学术界对于“巴蜀文化”概念最具时代意义的创新和贡献。据段渝的梳理,“巴蜀文明这个概

念,是80年代中叶三星堆考古重大发现以后提出来的”[19]56,自此以后的三十年间,巴蜀文明的探

讨成为当代巴蜀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议题和方向,逐步拓展和深入,呈现出一系列学术性、创新性

明显的论题,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成果。在这一过程中,学术思想和学术理

念、概念的创新和探索,对巴蜀文化学术研究的推动,起到了尤为关键和重要的作用。
“巴蜀文明”提出以后,在其文明概念与巴蜀文化的研究方面,最具学术意义的应是关于长江上

游文明起源和区域文明中心的研究。
赵殿增认为,巴蜀文明有一个孕育于石器时代、形成于青铜时代,融合于铁器时代的完整发展

过程,是长江上游古文明中心[20]24。林向在1993年提出,巴蜀文化区以古蜀文明为中心,巴蜀文化

区是“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”[21]1。此后,他分别就“蜀文明”和“巴文明”指出:“夏商周时期的四

川盆地和邻近地区是以‘蜀’为核心的‘古蜀文明’的范围。东周时期,……‘巴文化’和‘蜀文化’一
起,共同构成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代文明中心—‘巴蜀文化区’”[14]91-92。巴蜀文明对于中华文明

起源的意义,赵殿增明确提出是中华汉文化的又一源头。林向认为,这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,
提供了新思路。段渝《酋邦与国家的起源: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》一著利用“酋邦理论”的方

法,将长江上游的巴蜀文明纳入整个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比较研究[22]。四川的考古发现成果和四

川学者的这些研究成就,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。2005年10月,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

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中心主办的“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研讨会”在成都召开,来自美国、韩
国、日本和国内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50余位学者参会。巴蜀文化与国家及文明起源是这次会议最

为主要的议题。段渝在这次会议论文集《前言》提出:“近年来,巴蜀文化研究提出了‘三星堆文明’、
‘巴蜀古代文明’和‘巴蜀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发源地’的崭新论断。”李学勤最近总结:“可以断言,如
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,便不可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。”“中国文明研究的

不少问题,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。”[23]1河北学者沈长云、张渭莲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

研究》,其主题内容均为夏商周黄河流域的国家起源,唯一例外,是专章讨论的《三星堆与古蜀文

明—上古中原以外早期国家的探讨》[24]314-331。中国国家起源研究,“中原以外”的探讨,是以“古蜀

文明”为其代表。该著所依托的主要有两方面:一是三星堆考古发掘材料,二是赵殿增、段渝等四川

学者的研究成果。
关于“巴蜀文化”和“巴蜀文明”两概念的关系,谭继和认为:“巴蜀文化是比巴蜀文明广泛得多

的概念”。“但它是比巴蜀文化更高一个层次的概念。”“巴蜀文明”概念的定义很难界定,“大体说

来,巴蜀人行为的作用方式,思维的体验方式,知识的积累方式和智慧的创造方式,应该是巴蜀文明

史研究的范畴”。所以,他在2002年提出编撰《巴蜀文明史》,并对巴蜀文化的发展划分为六大发展

阶段:一是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诞生阶段,从距今4500年的宝墩文化至三星堆一、二期;二是巴蜀

文明初步发展的古典型,商周至战国时期;三是秦汉至唐宋,巴蜀文明两次鼎盛时期;四是明清时期

巴蜀文明的蜕变和沉暮;五是近代巴蜀文化的式微和开新期;六是巴蜀文化的现代化时期[12]18,20。
在2013年举办的“第二届巴蜀·湖湘文化论坛”上,谭继和《巴蜀文化概说》将“巴蜀文明”划分为

“农业文明”和“城市文明”。巴蜀“农业文明”发生于岷山河谷,开始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三角地

带。“巴蜀城市文明形成于4500年前”,它的形成和发展,“同巴蜀山水有直接的关系”。巴蜀四塞



的盆地封闭环境,激励、培育了巴蜀人冲出盆地,“开拓与开放,兼蓄与兼容”的“集体文化性格”。所

以,巴蜀文化基本性质的形成和发展,来源于巴蜀“两种城乡文明基因与方式长期对立统一和矛盾

运动的结果”[25]11-12。谭继和对“巴蜀文明”的界定,主要偏向于精神文明层面,“巴蜀文明”的内涵应

更为宽广。但是,他对巴蜀文化历史发展六大阶段的划分颇具创见,特别是对长达三千余年的农业

文明四个阶段的界定,基本符合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发展的实际。此外,谭继和认为文化是比文明

“广泛得多的概念”和“巴蜀文明”是比“巴蜀文化更高一个层次的概念”的认识,在中国文化史和文

明史研究中有充分的依据。“巴蜀文化”和“巴蜀文明”无疑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构成部分,二
者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共性。就中华文化和“巴蜀文化”的起源而论,均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。而

中华文明和“巴蜀文明”的起源,受文明概念诸要素(城市、文字、金属器、大型礼仪)和社会政治组织

演进的限定,长时期与国家加以联系。正是“酋邦理论”的运用,使文明起源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

“早期国家”时期。所以,谭继和对“巴蜀文化”和“巴蜀文明”关系的界定,前者为“广”,后者则“高”,
二者紧相联系而又有所区别,可谓把握住两个概念的实质。

“巴蜀文明”概念的提出,在许多方面推动了巴蜀文化研究的发展,扩大了巴蜀文化的影响。区

域文明中心、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等重大课题研究,超越了地域局限,而具全局性的独特意义。

三、“巴渝文化”概念的提出和形成

“巴渝文化”概念的提出和形成,迄今已近三十年。以“巴渝文化”名目发表的论著,对于“巴渝

文化”的研究和讨论,从未间断。
对于“巴渝文化”概念,有文章提出质疑,可概括为三点:一是认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是严肃、

科学的,而“巴渝文化”概念不是诞生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,而是重庆成立直辖市以后,适应政治需

要和市民心态需要,由重庆媒体的“煽惑”而提出;二是巴渝文化源远流长是一个“虚假命题”,“源”
与“流”并不一致,巴族、巴国灭于秦而融入中华文化,已终止于秦;三是“巴渝文化”概念提出后的影

响仅限于重庆或川东范围,域外应者寥寥[26]45。显然,讨论“巴渝文化”概念的提出和形成,对以上

质疑无从回避。
关于“巴渝文化”概念提出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问题。追溯“巴渝文化”概念提出、形成的客观历

史状况,它与抗战时期“巴蜀文化”概念提出的方式相同,都是历史考古学术界以严肃、科学的精神

和态度,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提出。时间不是1997年直辖以后,而是1989年。提出“巴渝文化”概
念的,不是重庆媒体的记者,而是重庆历史、考古学界的一批学者。提出这一概念的背景和目的,不
是迎合重庆直辖的政治需要,也不是适应什么市民心态,而是“巴蜀文化”“巴文化”学术研究内在发

展与三峡文物抢救性保护的社会推动双重因素的结果。
从1989年重庆博物馆编辑的第一辑《巴渝文化》论文集正式出版(重庆出版社,1989年11月),

到1999年第四辑《巴渝文化》的出版①。在10年时间内,110余篇关于“巴蜀文化”和“巴渝文化”的
历史考古类学术论文以《巴渝文化》刊名连续出版四辑专集,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。这是重庆“巴渝

文化”概念提出的集合方式,也是这一概念形成的学术基础和标志。直辖之后媒体与相关方面推动

的“巴渝文化”的宣传,无论其理性的探讨,或其它方式的报道,都根植于此前近十年严谨的学术研

究的成果。
关于“巴渝文化”的“源”与“流”是否一致问题,这是中国区域文化,特别是长江流域及整个中国

南方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共通性问题。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在秦汉时期的形成,就是建立在先

秦诸多方国、民族的融合之上。除中原黄河流域华夏文化区外,长江流域的巴蜀、荆楚、吴越都经历

① 按:这期间重庆市博物馆编辑《巴渝文化》共出版4辑:第一辑,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;第二辑,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;第三

辑,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;第四辑,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。



了由先秦方国文化和民族文化向秦汉大一统下的地域文化的转型,这不是源与流不一致问题,而是

民族文化融合趋势下的转型问题。“巴渝文化”在其源与流的关系中,与巴蜀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吴越

文化有着相同的历史轨迹。作为长江流域一个特定地理单元的地域文化,“巴渝文化”的源远流长

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。熊笃认为,“如果重庆文化要寻一个能贯通古今历史源流的、代表主

流而又具有地域文化个性特色的文化,那就非‘巴渝文化’莫属”[27]108。可见,“巴渝文化”命题,没有

“虚假”,惟有真实。
“巴渝文化”概念的域外影响问题。这一概念提出伊始,在其形成过程中就逐渐为重庆之外的

中国学术界所认同,并积极参与相关学术论题的研究和探讨。从出版的四辑《巴渝文化》论文著者

的地域和单位构成,我们可以看到“巴渝文化”概念提出的早期,有一个由文博系统向其它学术领

域,由市内向市外及全国扩展的过程。1989年出版的《巴渝文化》刊载近30篇论文,其作者均为重

庆博物馆或重庆文博系统的研究人员。1991年春,第二辑《巴渝文化》出版,作者除以重庆博物馆

为其主体外,收入西南师大两文(黎小龙、蓝勇)、四川大学一文(张勋燎)。这应是高校和四川成都

学者参与《巴渝文化》文集的开端。1993年秋,中国先秦史学会、西南师大历史系(西南大学历史文

化学院)、重庆市博物馆等数家单位主办“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重庆巴文化研究会成立

大会”,来自北京、河北、四川、山东、陕西等省市历史、考古学专家与重庆学者共计60余人参会。西

南师大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《巴渝文化》第三辑,即是这次参会论文的特辑。该辑刊载文章

34篇,重庆博物馆和文博系统仅9篇,外地学者15篇,重庆各高校为10篇。其中有中国先秦史学

会理事长、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首席科学家李学勤《巴史的几个问题》。而以“巴渝文化”命名的两篇

文章,均为外地学者:一是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、中国社科院孟世凯《巴渝文化琐论》,另一篇则

是南京大学张之恒《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》。这些文章,多为巴渝历史和文化本源性的研究,有很

高的学术价值。可见,“巴渝文化”概念的提出,在重庆之外的全国学界,其影响绝非质疑者所谓“应
者寥寥”。

应当说,1989年出版的首辑《巴渝文化》,即是“巴渝文化”概念正式提出的标志。从1989年到

1994年第三辑《巴渝文化》的出版,五年间先后有80余篇论文在《巴渝文化》发表。特别是1993年

秋“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”的召开,来自全国各地学者对巴渝历史、文化的研究和交流。这

一系列的成果和学术活动,标志“巴渝文化”这一概念在重庆直辖以前已正式形成和确立。
在这四辑《巴渝文化》的编撰基础上,刘豫川、扬明(铭)在1999年发表《巴渝文化》一文,对“巴

渝文化”概念的内涵予以明确地界定:

  所谓“巴渝文化”,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,辐射川东、鄂西、湘西这一广大地区内,从夏商直

至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。[28]96

对于“巴文化”和“巴渝文化”的关系,文章概括了巴地青铜器、陶器和文字系统“巴人图语”的特

点,提出:

  这些特点,构成了先秦的时期考古学上所谓的“巴文化”。实际上,这一“巴文化”的概念主

要是物资(质)的,如果将这一文化概念扩展到当时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诸领域,并经与秦汉汉文

化交融,传承发展到隋唐以后,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“巴渝文化”。[28]96

以上两小段的概括,应是自“巴渝文化”概念提出以来,最为全面、明确地界定和概括。它对“巴
渝文化”概念基本内涵的诠释极为全面,主要包括三个方面:空间、时间、文化。空间,除“今重庆”为
中心外,辐射川东、鄂西、湘西,这一地区是古代巴族、巴文化的分布地,已超出了先秦巴国及秦汉巴

郡的地理范围;时间,夏商至明清,并不包括民国以来的近现代,“巴渝文化”在其时间内涵上界定为

巴渝之地的古代文化;文化,“物质的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”,民族文化、地域文化全都包括在这一

文化内涵的界定之中。不过,“巴渝文化”之中还包括了考古学上,仅限先秦时期物质文化的“巴文

化”。



刘豫川、杨明(铭)二人1999年对“巴渝文化”概念的界定,最明显的区别和差异是历史阶段的

划分。10年前,1989年第一辑《巴渝文化》出版时,该著正文之前刊登了以“重庆博物馆《巴渝文化》
编委会”名义发布的《编者的话》,摘要如下:

  两万年前,我们的祖先就在重庆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。进而广之,一百八十万年前,川东

巴渝之地上,就站立着我们的原始先民。其后,部落纷争,王国兴衰,朝代更迭,历史演进,石

器、铜器、铁器、大机器渐次发展,乃有今日之川东与重庆。由于地域、人群、历史发展不均衡等

诸多原因,形成了巴渝有个性的文化氛围,蕴于浩茫的历史烟云中。[29]编者的话

“巴渝文化”概念的基本内涵,在这一段“前言”类的说明中,已完全呈现了出来:地理范围,是川

东重庆;历史阶段,跨越了石器、铜器、铁器、大机器时代,应是包容古今;文化内涵,由地域、人群、历
史发展不均衡等原因形成的,具有“个性”的文化,民族、地域和物质、精神全都包容在内,这里彰显

的无疑是大文化的概念。将刘豫川、杨明(铭)10年后对“巴渝文化”概念与之比较,区别在两方面:
地理空间有所扩大,除川东重庆外,扩展至鄂西、湘西;时间划分加以收缩,仅限铜器、铁器时代(商
周至明清)。以“编委会”名义在《巴渝文化》第一辑出版表述的关于“巴渝文化”概念和基本内涵的

认识,较为完整的贯彻到以后10年间对于《巴渝文化》四部著作的编辑之中。
贯通古今的大文化概念,在《巴渝文化》第一辑的编辑中,即已显现。该辑共刊载28篇论文,大

致可划分为重庆古代历史、近现代历史、考古与文物、民族史几个主要内容。就时间内涵而论,纵贯

古今。《古代重庆》一文的时间上限,追溯至23000年前旧石器晚期的“铜梁文化”。而该辑的时间

下限,不仅刊载有一组近现代文章,如《周恩来与郭沫若》《周恩来与抗战时期重庆的话剧运动》等。
更有当代传统民间艺术研究,如《四川皮影戏艺术》《蜀艺漫话》。该期唯一一篇以“巴渝文化”命名,
也是“巴渝文化”概念正式提出以后第一篇以之命名的文章,是刘豫川《璀璨的巴渝文化遗迹—重庆

市文物普查收获综述》。该文记录的文化遗迹的上限,同样是始于远古旧石器“铜梁遗址”,继而是

新石器的江津王爷庙遗址、合川沙梁子遗址、巴县干溪沟遗址等。而遗迹的下限,古遗址和古墓葬

注明为1840年,古建筑则下延至清末光绪年间;“近现代重要史迹及近现代代表性建筑”,扩展至

“近代开埠到抗战期间作为国民政府陪都及中共南方局、八路军办事处驻地”所遗留下的“遗址、旧
居、纪念地及名人墓葬”[29]295、307。显然,该文所蕴涵的“巴渝文化”的时限,是从远古的石器时代,经
历铜器、铁器,直至近现代“大机器”时代,这与《巴渝文化》编委会对“巴渝文化”的界定,应是完全吻

合一致的。这种状况,一直延续到10年后第四辑《巴渝文化》的出版。该辑近30篇文章分编为五

个栏目,在其《目录》分别注明:“巴蜀历史考古”“本土文化研究”“城市文化与近代化”“陪都史研究”
“文物保护与研究”,依然是由石器时代至近现代,包括巴渝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民族、文化的综合研究。
可见,1989年第一辑《巴渝文化》出版时,编委会表述的“巴渝文化”概念,在这10年先后四辑的《巴
渝文化》编辑中,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。

但是,深入探究这四辑110余篇文章,与《巴渝文化》编委会关于“巴渝文化”概念不同的认识和

界定,集中出现在1993年“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”上。综合这次学术研讨会关于“巴渝文

化”概念的讨论,有以下数种观点:一是“巴渝文化”与“巴文化”关系,以及“巴文化”有微观、宏观划

分说法的提出。管维良提出:“巴渝文化是否就是巴文化? ……现在所论的巴渝文化与古代巴渝地

区的文化是否是一回事。”并认为,“宏观巴文化是……一种具有大跨度时间,大跨度空间的大文

化”。从时间角度,应由古迄今;“从空间上,凡出有巴文物的地方,或文献记载巴人活动过的地方;
从内容上讲,凡与巴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,皆属于巴文化的范畴。”[30]155-156这一界定,大体与

《巴渝文化》编委会的表述相近。不过,管维良着眼点是古代的巴,而编委会着眼点是特定地理空间

范围(川东、重庆)的地域文化。二是“巴渝文化”历史阶段划分出现与编委会截然不同观点,孟世凯

认为,巴渝文化“有一个产生、发展、演变的过程”“巴渝历史文化是颇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”,是
“古代巴渝先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”[31]135,140,141。显然,孟世凯是将“巴渝文化”界定为巴渝地区的古



代文化。此外,有将“巴渝文化”界定为先秦两汉时期。张之恒《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》以考古发

掘材料和考古学方法为主,辅以文献记录,认为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,从新石器时期至商周秦汉,
可分为三个阶段:前巴渝文化,早期巴渝文化,晚期巴渝文化[32]195-201。

可见,刘豫川、杨明在1999年对“巴渝文化”概念的界定,应是建立在“巴渝文化”概念提出10
年以来,对各种观点的综合与概括,既是对《巴渝文化》编委会表述的修正,也是对这时期有关“巴渝

文化”概念和基本内涵思考、认识的概括。
不过,《巴渝文化》四期专辑所奠定的,关于“巴渝文化”历史阶段的界定,逐渐成为具有主流概

念的认识,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。余楚修在2000年提出,“巴渝文化……指孕育于巴山渝水间,伴
随着这一地区人类语言的产生而产生,在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的相对独立的文化。”[33]3熊笃于

2001年将“巴渝文化”归纳为“十大系列”:“巴渝文化源远流长,巫山原始文化、巴族巴国文化、三国

文化、丰都鬼神文化、巴渝竹枝词民间艺术、大足石刻艺术、宋末抗元军事文化、明玉珍大夏文化、辛
亥革命文化、陪都及红岩文化等构成了巴渝文化的完整系列”[34]。2005年《论“巴渝文化”是贯通重

庆古今的主流文化》进一步诠释其大文化观概念[27]104-108。2006年6月,由重庆市社科联、重庆师范

大学主办的“巴渝文化研讨会”上,曾繁模对“巴渝文化”作了最为简要的概括,“巴渝文化是以重庆

为中心,包括周边地区从古至今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,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”[35]。此外,薛
新力[36]31-33、胡道修[37]79-88均在这时期著文,阐释和认同巴渝文化贯通古今的大文化观。

在“巴渝文化”概念和基本内涵讨论的同时,“巴渝文化”与“巴蜀文化”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

另一个议题。2000年春,余楚修《巴渝文化刍议》指出:“巴蜀文化”是“一种地域性的青铜文化”,
“其亚文化只能是巴文化、蜀文化,决不是巴渝文化。”[33]3薛新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:“巴渝文化

与巴蜀文化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两种文化”“巴渝文化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地区文

化”[36]31。熊笃系统梳理了巴与蜀3000年间的“文明进程史”,认为“巴与蜀在行政区划上经历了九

分九合。分,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个性;和,产生了交融的文化共性”。“‘巴蜀文化’这个概念就其共

性而言固可成立;而‘巴渝文化’这个概念就其个性而言,同样可以成立”[27]107。进入21世纪初期的

关于“巴蜀文化”与“巴渝文化”关系的讨论,应是对前10年“巴渝文化”概念提出和形成的深化与拓

展,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巴渝文化的研究。
近十年来,四川、重庆分别确立和开展《巴蜀全书》和《巴渝文库》的重大文化工程,对巴蜀历史

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。而指导和影响这两项文化工程的,则是“巴蜀文化”和“巴渝文化”的
概念和基本内涵。在《巴渝文库》的第一个项目《巴渝文献总目》的开展和研讨进程中,与“巴渝文

化”概念直接相关的议题,就是对巴渝历史阶段和地理空间的界定。经多次讨论,该著《凡例》将地

理范围确定为:古代以秦汉时期的巴郡、晋《华阳国志》所指“三巴”为限,民国时期以重庆直辖后的

行政区划为基础,根据民国时期的地理建 制,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张弛;时间范围:上溯先秦,下
迄民国[38]1。在《巴渝文献总目》的讨论和审定中,系统梳理抗战以来关于“巴蜀文化”“巴渝文化”概
念和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嬗变,成为大家的共识。最终由蓝锡麟撰写的“总序”,关于“巴蜀文化”与
“巴渝文化”关系的论述,颇具新意,他提出:“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不是并列关系,而是种属关系,彼
此间有同有异,可分可合……。自古及今,巴蜀文化都是与荆楚文化、吴越文化同一级层的长江流

域的一大地域历史文化,巴渝文化则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。”“巴渝文化之于巴蜀文化具有某

些异质性……就构成了巴渝文化的特质性。以此为根基,在尊重巴蜀文化对巴渝文化的统摄地位

的前提下,将巴渝文化切分出来重新观照,合情合理,势在必然。”[39]3这些观点和认识,可谓近十年

“巴渝文化”研究最具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论述。

1989年提出的“巴渝文化”概念,在重庆市直辖以后为社会广为传播,产生广泛影响。不仅直

接推动文化的繁荣,也为学术发展带来活力。学术思想的创新,可谓意义非凡。
探究1989-1999年期间,“巴渝文化”概念提出和形成的原因,可归结为“巴蜀文化”“巴文化”



研究发展的内在学术推动,以及三峡工程和三峡文物保护的紧迫性带来的区域文化意识的增强。
正是在这内外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下,“巴渝文化”概念在这时期得以提出和确立。

抗战以来的“巴蜀文化”研究,对于巴、蜀两个在历史和自然地理上紧相联系,又各具特色、相对

独立的地域文化的探讨,已是每个时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共通现象。除综合性问题的讨论外,凡须深

入研究,均有“巴文化”“蜀文化”的专题性讨论。此类现象,从抗战延续至八十年代前期。从八十年

代中后期以来,重庆继徐中舒、冯汉骥、邓少琴之后的第二代学者,如董其祥、管维良、彭伯通等将主

要努力集中于“巴文化”的研究,形成了一批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成果。当三星堆、十二桥遗址等新的

考古发现推动四川学者的巴蜀文化研究步入“古蜀文明”“巴蜀文明”的探讨时,重庆历史考古学界

则从“巴文化”逐渐向“巴渝文化”研究嬗变。成渝两地学者关于“巴蜀文化”研究中的地域文化概念

的创新,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这一时段上,出现了明显的分流。这一学术现象的内

在推动因素,仍然植根于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和学术研究。
就外在社会因素而论,三峡工程与三峡文物的保护,对于重庆“巴渝文化”概念的提出和形成,

有直接的影响和推动。1989年首辑《巴渝文化》的近30篇文章,载有刘豫川《璀璨的巴渝文化遗

迹—重庆市文物普查收获综述》[29]294-311,这篇文章内容是根据1987年一年多来全市文物普查,对重

庆市文物遗迹的总结性综述。但用名“巴渝文化遗迹”,足见“巴渝文化”的提出,与重庆的文物保护

有直接的关系。而这时期的文物普查,在重庆和三峡地区,随着三峡工程的论证,文物的抢救性保

护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。10年后,当《巴渝文化》第四辑于1999年出版时,该期的第一篇文

章是王川平《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重庆文博事业》,对重庆下一步的文物工作中的第二项,即是“继
续抓好三峡文物抢救工作”,文章指出,“世界的舆论在看着我们,全国人民在关注着三峡文物”[40]4。
重庆文博界和学术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使命和文化责任下,强化重庆和三峡的区域意识,提出“巴
渝文化”的概念。这既是学术文化发展的需要,也是三峡文物保护这个特定时期社会和区域发展的

需要。
当我们系统梳理了近三十余年关于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嬗变之后,我们必须不无遗憾地指出,在

20世纪末和21世纪前期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衍展、嬗变最为丰富多彩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,川渝两

地学界所关注的焦点,不仅出现明显的分流,而且各自坚守在自己研究的命题,双方甚少交集互动。
四川学界专注于“古蜀文明”和“巴蜀文明”,重庆学界则热衷于“巴渝文化”。四川的学者,即便追溯

抗战以来“巴蜀文化”的研究,以至近来“巴蜀文明”的探讨,却共同忽略同一时期重庆学界热烈讨论

的“巴渝文化”。重庆的学者,即便三峡考古取得丰硕成果,成都学者在“巴蜀文明”研究中运用三峡

考古材料探讨“峡江流域文明的起源”[22]215-217,也没有参与到诸如巴蜀区域文明中心、长江上游文

明起源和文明进程的研究及讨论。在近20多年时间内,当四川、重庆以外的全国不少学者积极参

与到“巴蜀文明”和“巴渝文化”的研究和讨论时,相形之下,川渝两地学界在这时期在巴蜀区域历史

文化的研究却呈现高度默契的分离。这样奇特的学术现象,可谓“巴蜀文化”和“巴渝文化”学术史

上的奇葩,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。
新的资(材)料的发现,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,通常会带来学术思想和理

论方法的创新。抗战时期“巴蜀文化”概念的提出,二十世纪八、九十年代成都学者关于“古蜀文明”
和“巴蜀文明”的探讨,重庆学者关于“巴渝文化”概念的提出和研究,都是学术发展和社会推动双重

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。而学术理念和概念的创新,如“巴蜀文化”“巴蜀文明”和“巴渝文化”的提出

和传播,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,扩大和提高了地域文化的影响,更成为川渝两地促进

社会进步,推动社会文化繁荣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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